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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广东四县（区）为考察对象，通过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探讨经济与社会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发展与县域社会信任之间没有显著性，个人经济收入对县域社会信任有显著影响。基于此，论文提出了加强社会信任建设、提升个人收入水平的若干建议，以期引发学术讨论、并为政府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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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r counties (districts) in Guangdong are the examples of the study. The study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variance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us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data, we fou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trust is not significant, and individual income has a strong impact on social trust. Based on this findings, the paper will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trust and the method of improve individual income, so that it could arise the academic debate as well as some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Keyword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vidual income; social trust

一、研究问题

人的社会交往活动是社会构成的本质，而社会信任是社会交往活动的基础条件和粘合剂，只要是两个以上的人在自愿状态下进行交往，就一定需要、也一定存在某种程度的社会信任。有研究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资本，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随着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整个社会的总体福利水平也会相应增加；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发展同样会对社会信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沃尔克·波恩斯（Volker Bornschier,2007）切尔在《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和政治》中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社会信任水平与财富水平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财富水平越高的国家，信任水平越高；二者是协同进行的，不会有任何一方达到更高的水平。”[1]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经济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然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信任资源匮乏的社会。当前我国正处于全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时期，其中一个重要任务和目的是重建社会信任，提升人们对机构和个人的信任水平，以促进人们社会交往质量的改善。本文以广东四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县（区）为例，考察县域经济发展、个人收入水平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进而提出提升县域社会信任水平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

早在20世纪50年代，社会信任就开始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978)在《货币哲学》一书中指出，信任在社会中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力量。[2]卢曼(Niklas Luhmann,2005)将社会信任作为当今社会最重要复杂性的简化机制，认为社会信任是对某人期望的信心，社会信任使得复杂性能够得以简化。[3] 社会信任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指出，社会信任是伦理道德的核心部分，且对经济产生一种维系作用。[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1）曾指出，社会信任对经济福利和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社会信任可以带来经济的增加。[5]怀特利（Whiteley P.F.,2000）、奈克和吉佛（Knack S.and Keefer P.,1996）均从国家层面研究社会信任对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度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率与投资额越高。[6] [7]杰派利和帕加诺（Jappelli & Pagano,2000）指出，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会因信息共享而降低，交易双方的社会信任度也会对经济发展、贷款规模有促进作用。[8]关于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信任受社会结构的影响。卢曼(Niklas Luhmann,1979)认为，社会信任结构和社会变迁与信任产生关联，并产生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两种模式。[9]祖克尔(Zucker,1986)指出，声誉、个人特征、法律和社会的健全促进社会信任产生。[10]塞利格曼(Seligman,1997)的研究表明，社会信任来源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并接受两者的整合及维护。[11]二是人际关系是社会信任产生的主导性因素。列维斯、韦吉特(Lewis&Weigert,1985)等研究指出，社会信任的表现形式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因素决定。[12]也有研究发现，个人经历和社会规范、国家公信力同样会对社会信任产生影响。[13] [14]
国内关于社会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信任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张维迎（2002）对省级层面社会信任对经济的影响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对一个地区产生经济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发现经济交易的发达程度也反之对信任产生影响。[15]潘峰华、贺灿飞（2010）的研究发现，社会信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16]王文胜(2009)研究发现，相较于城市而言，城市社会信任水平缺失，农村社会信任水平略高。[17]张俊生（2005）和卢燕平（2005）基于省级层面调查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地区金融呈正相关关系。二是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研究。[18] [19]张云武(2009)针对不同地区社会交往关系网规模与社会信任关系的研究发现，不同规模地区的居民对于日常生活中不同类型关系的信任度有所不同，亲情关系方面来看，乡镇地区和直辖市地区要高于县城和省会城市，而在工作关系这一职业信任中恰成相反状态。[20]胡荣和李静雅（2006）的研究发现，居民的个人特征和社团参与是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因素。[21]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的研究发现，血缘关系是影响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主要因素，情感内涵也产生着重要影响，而并非国外学者所认为的血缘关系决定信任的偏见。[22]还有一些学者研究了社会人口属性（如职业、教育程度等）对社会信任的影响。[23][24]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会信任对经济的影响或其他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而关于经济因素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的研究成果比较少见。基于此，本文将研究重心下移，从县域社会层面，考察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个人收入状况与社会信任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1、社会信任。关于社会信任类别的研究成果比较多，主要有以下几种：卢曼将信任分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并指出前者以情感关联为基础，后者则体现在制度、法律规范的制约， [25] 制度为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交往活动提供基本框架，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促进了现代社会的制度信任的发展。[26]科尔曼(Coleman)和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三个因素之一，通常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27]韦伯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进行探究。[28]林卡通过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这一框架，分别对社会信任进行测量分析。雷金星从组织与个人层面对信任进行区分测量。[29]冀军则是通过家庭收入、职业变量入手探讨人际信任，[30]艾伦·沃克( Alan Walker)从社会质量的角度对指标建构，将社会凝聚界定为信任、价值规范、社会网络、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其中又将信任区分为一般信任、特定信任两个子领域，其中特定信任中包含熟人信任、机构信任、普遍信任、职业信任指标。本文采用了艾伦·沃克关于社会信任的类别划分，进而构建社会信任测量指标体系（表-1）。

表-1：社会信任测量指标

	领域
	子领域
	指标层

	社会信任
	一般信任
	1.大多数人能够被信任的程度

	
	特定信任
	机构信任
	2.对于当地的政府、媒体、公安、法院、银行、教研机构、医疗机构等制度化机构的信任度

	
	
	熟人信任
	3.对于家人、朋友、邻居的信任度

	
	
	普遍信任
	4.对于陌生人、不同信仰者、外国人的信任度

	
	
	职业信任
	5.对于医生、商人、雇主、老师和记者等职业群体的信任度


2.经济发展。这里的经济发展涵盖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个人经济生活水平；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生产总值来测量，个人经济生活水平用人均月收入来测量。相关数据主要通过《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问卷调查获得。
3.研究样本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2013年度 “理论粤军”招标课题“广东县域社会管理创新研究”中清新、阳东、梅县和顺德四个县（区）的调查数据，这四个县（区）分别处于粤东、粤西、粤北和珠三角四个不同发展程度的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具体抽样方法是，先按社区进行抽样，进而在每个社区进行等距抽样。课题组于2015年1月—3月进行问卷发放，共发放调查问卷1500份，回收问卷1458份；其中有效问卷1340份，有效率为91.9%。问卷录入SPSS系统后，对社会信任题目进行内部一致性检验，Cronbach's Alpha系数α值为0.702，能够满足研究需要。

四、研究发现

通过年鉴统计数据分析、县域经济发展与社会信任的方差分析以及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主要有三点发现：1.四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近五年来差异明显、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图-1）。其中，S县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三个县域，而粤东西北三个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并不明显。这是广东省地区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的真实写照，珠三角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而粤东西北经济发展水平却还处于全国平均线以下。然而，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社会信任水平必然就高，下面的分析将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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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广东四县（域）经济总量（2011-2015）
2.对四个县域经济发展与社会信任的方差分析发现：一方面，县域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信任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甚至呈负相关关系。S县是经济最发达的县域，但其社会信任反而不是最高的；而Q县经济发展水平在四个县中排名第三，但其社会信任水平总体而言反而是最高的（表-2）。另一方面，无论是经济发达的县域，还是经济不发达的县域，普遍信任水平普遍偏低。
表-2：地区经济发展与信任方差分析

	
	一般信任
	特定信任

	县
	大多数人值得信任
	熟人信任
	机构信任
	普遍信任
	职业信任

	S县
	3.06
	3.70
	3.29
	2.30
	3.26

	Y县
	3.05
	3.48
	3.15
	2.46
	3.21

	Q县
	3.02
	3.80
	3.52
	2.24
	3.40

	M县
	2.96
	3.68
	3.16
	2.58
	3.17

	
	F=9.05

Sig=0.000
	F=28.099

Sig=0.000
	F= 52.381

Sig=0.000
	F=29.012

Sig=0.000
	F=19.877

Sig=0.000


可能的解释有三：一是经济越发达意味着市场化程度越高，对传统的、基于熟人社会的信任冲击就越大；二是经济越发达意味着外来人口就越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就越多，社会信任水平必然就越低；三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迅速转型的当下，传统的熟人信任对人们依然是最重要的情感寄托，这反过来解释了为什么普遍信任在社会信任中是最低的。

3.个人经济状况与社会信任显著相关。为了便于观察，这里将粤东西北的Y县、Q县和M县合并，并对特定信任的因子进行合并（KMO值为0.679）。在模型1中，将政治面貌、教育水平、就业状态、职业、常住人口、宗教信仰作为控制变量，均为虚拟变量；在模型2中加入经济因素变量。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并加入经济因素后，模型2的拟合度显著提高，模型最高解释力度为11.9%。研究发现，个人经济状况（人均月收入）对S县、其他县域的社会信任均有显著影响（表-3）。
表-3：社会信任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
	预测变量
	S县
	其他县域（Y县、Q县、M县）

	
	一般信任
	特定信任
	一般信任
	特定信任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模型1
	模型2

	政治面貌a=党员
	.193

(.089)
	.198
（.092）
	.055
（.040）
	.070
（.077）
	.208**

(.100)
	.211**（.102）
	.086

(.058)
	.093
（.063）

	教育水平b
	
	
	
	
	
	
	
	

	小学及以下
	-.478*

(-.153)
	-.434*（-.139）
	-.416***（-.202）
	-.370**（-.183）
	-.201

(-.079)
	-.134（-.052）
	-.113

(-.062)
	-.023

(-.013)

	大专及以上
	-.076

(-.045)
	-.065（-.038）
	-.110（-.102）
	-.087（-.081）
	-.024

(.072)
	.019
（.011）
	-.073

(-.061）
	-.022

(-.018)

	就业状态c
	
	
	
	
	
	
	
	

	在职
	-.018

(-.009)
	.107
（.049）
	-.056（-.043）
	-.130（-.095）
	.010

(.132)
	-.024（-.014）
	.017
（.014）
	-.027

(-.023)

	非在职
	-.006

(-.002)
	.189

(.058)
	-.148（-.070）
	-.137（-.066）
	-.020

(.098)
	-.016（.098）
	-.032（-.021）
	-.020

(-.013)

	职业身份d
	
	
	
	
	
	
	
	

	社会组织员工
	.132

(.071)
	.068

（.037)
	-.109（-.091）
	-.132（-.112）
	.271*（.089）
	.240

(.079)
	.157

（.073）
	.118

(.055)

	非公有经济员工
	.432

(.239)
	.355*（.149）
	.095

（.083）
	.092

（.079）
	.121

（.062）
	.094

(.048）
	.178*（.072）
	.152*

(.073)

	无固定单位
	.192

(.097)
	.144

（.056）
	.040

（.032）
	.011

（.008)
	.128

（.070）
	.134

（.074)
	.013

（.010）
	.028

(.022)

	务农
	-.155

(-.040)
	-.134（-.036）
	-.223（-.091）
	-.164

(-.068)
	.194

（.101）
	.209

(.108)
	-.079

（-.059）
	-.055

(-.041)

	党政国企员工
	-.168

(-.033)
	-.197（-.040）
	-.435*（-.135）
	-.414*

(-.131)
	-.012（-.007）
	-.034

(-.012)
	-.121（-.061）
	-.126

(-.063)

	常住人口e
	
	
	
	
	
	
	
	

	一人居住
	-.492**

(-.210)
	-.482*（-.200）
	-.199（-.135）
	-.147

(-.097)
	-.415*（-.114）
	-.313

(-.086)
	-.027（-.011）
	.049

(.019)

	夫妻与子女
	-.257

(-.105)
	-.192（-.112）
	-.102（-.093）
	-.064

(-.058)
	-.158（-.097）
	-.121

(-.074)
	-.013（-.011）
	.023

(.020)

	三代同堂
	-.212

(-.128)
	-.189（-.113）
	-.089（-.084）
	-.060

(-.056)
	-.227（-.122）
	-.184

(-.114)
	.029

（.025）
	.066

(.058)

	宗教倾向=信教f
	-.292**

(-.098)
	-.231*

(-.125)
	-.218**（-.183）
	-.173**

(-.146)
	.030

（.013）
	.044

(.019)
	-.019（-.012）
	.010

(.006)

	人均月收入
	
	.119*

(.128)
	
	.112***

(.190)
	
	.084**

(.094)
	
	.115***

(.180)

	常数项
	3.254
	2.673
	.327
	-.083
	3.088
	2.770
	.021
	-.399

	调整R2
	.079
	.081
	.092
	.119
	.012
	.015
	.035
	.057

	F
	3.141***
	2.864***
	3.422***
	3.817***
	1.808*
	1.901*
	3.351***
	4.601***

	注：括号内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P≤0.05；**P≤0.01；***P≤0.001。

a.参考类别为非共产党员；b.参考类型为本科及以上；c.参考类型为就学群体；d.参考类别为党政机关编外人员；e.参考类别为世代同堂；f.参考类别为无宗教信仰倾向群体


可能的解释有二：一是一般信任和特定信任是人们所面临的不同互动环境下产生的，通常我们会认为一般信任更多地受到首因效应、熟人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彼此信任更多地取决于行为可观察到的程度；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交往范围和圈子不断扩大，人际间的信任就会间接提高。此外，个人交往互动频繁、经济能力提升带来的风险抵御能力的增强，都会对信任提升产生影响。二是特定信任与个人经济能力的关系实际上可以从社会资本角度进行理解，特定信任不同于一般信任，更是一种对不同互动关系的信任，人们在非正式或正式的社会关系中产生一种互惠性的社会网络关系，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受关系网络有效动员规模的影响。一个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人也会拥有更高、更复杂的社会网络，同样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资源获取能力，在一个网络生存的同时又能进入一个新的网络，这使得个体既获得资源，又增强了其对周围的信任感。同样，个体经济收入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在不同场域下被尊重和平等对待的可能性，会使群体有着一种更为强烈的自我认知，这些均会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对人际信任产生较大的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以往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信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或从更宏观层面探讨经济对社会信任的影响，鲜有研究关注基层经济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本文将研究重心下移，着眼于县域层面的经济因素（地域经济发展、个人经济收入）对社会信任的影响。通过方差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本文研究发现：县域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信任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甚至呈负向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县域，其社会信任水平并不必然高。人均月收入作为个体感知强烈的经济因素对县域社会信任有显著影响。个人通常被置于各种组织关系中进行考量，并且在当前“利欲化”社会环境下，贫富的决定性作用更体现在会不会将自身排除在社会网络之外，社会信任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增强或削弱；
基于这些研究发现，本文的启示意义有：一是在追求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信任的建设。社会质量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发展水平高，并不意味着社会质量必然就高；社会质量不高，人们的幸福感必然也就不高。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深化使我国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的现代化：2008年中国人均GDP首次跨越了3000美元关口；2010年中国GDP达到5.879万亿美元，首次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并没有提升我国居民的幸福感，联合国2012年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中国在156个国家（地区）中排第112位； 2015年联合国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虽然中国在158个国家（地区）中排名上升至第93位，但排名仍然靠后。由此，我们认识到居民幸福感的提升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更取决于社会质量的提升，而社会信任是社会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县域政府必须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充分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和媒体的力量，加强诚信社会建设，着力提升县域社会信任水平。二是居民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能够对社会信任提升产生显著影响。为此，县域政府要想方设法提升居民个人收入水平：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居民个人就业能力；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提供及时动态的就业信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个人创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扶持和税收优惠；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尤其要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群体的保障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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